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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谱、本事等看宋人的诗文接受意识

薛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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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宋人对前人( 包括本朝前辈) 诗文的接受，除了表现在师法某些作家作品进行创作之外，还表现

在对前人诗文集的整理上。在诗文整理过程中，出于知人论世的目的，宋人或积极编撰年谱、本事类著作，或

对诗文进行编年，或注明典故出处。在这些编纂、整理工作中，明显表现出宋人识源辨流、由诗意直观向诗人

之意回归及“上下相维，合为具体”的诗文接受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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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本事相对于由作者设定并随着作品的成

形而固定的隐性因素( 如文本的结构、上下文语境

以及词句的经营等) 来说，是外在呈现的材料，或

者说是“文本的外在背景”，因为其呈现在读者眼

前的最直观形式仅是书面文字。文人年谱确立成

形于宋代，在编排上，以作者所处时代的帝王禅让、
世袭及位内改元的情况( 即年号的更易) 为纲，以

作者生命的起讫为区间来记录作者的行藏出处或

创作情况，含跨数年到数十年不等。“如果谱主是

以诗人或文人的身份被认知的话，那么年谱就有了

作为文学作品历史背景的意义。”［1］( P． 230)“本事”二

字出于唐代孟棨的《本事诗》，是一种蕴藏在创作

背后、有助于揭示作者创作原意的材料。本事具有

故事性，折射出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当然，语典出处也称为本事①，知词句的化用出处，

亦有助于揭示作者的创作意图及作品意义。年谱、
本事等主要由研究者整理完成( 也有一些作者于

创作时透露本事，或是自为年谱的情况②) ，具有提

供作者出处、著作情况、创作的时代背景等功用。
虽然这一切主要集中于知人论世，为阐释作者创作

本意提供最基础的背景资料，但也透露出宋人对于

前代作家及本朝前辈诗文的接受意识。

一、“识源辨流、举纲张目”

宋人“识源辨流、举纲张目”的意识主要体现

在年谱与编年诗的编纂中，其理论源头可追溯至汉

代郑玄谱《诗》。郑玄《诗谱序》云:“欲知源流清浊

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 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

所用，则傍行而观之; 此《诗》之大纲也。夫举一纲

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

其诸君子亦有乐于是与?”［2］( P． 9) 循上下而知源流

清浊，这是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在《诗》学中的应

用，即不孤立地看待《诗》篇的存在，主张把它放在

一个有上有下的完整的历史流程中去审查，从而观

其世风的清与浊、诗风的正与变。举纲张目的本意

是提起渔网上的大绳，每个网格就自然张开了，在

此指把每个时期的《诗》篇以时间为纲串连起来，

线索就清楚了，于《诗》的接受理解，便会产生事半

功倍的效果。此处郑玄虽就《诗谱》而言，但在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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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伯采《密斋笔记》( 卷三) 云: “范文正微时冒朱姓，后归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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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出版，第 31 页。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将年谱的编纂者分为自撰、友

生及弟子门人所撰、后人补作或改作、纯考证类的远古哲人年

表四种情况。东方出版社，2004 年出版，第 351 ～ 361 页。



人由《诗》及诗的论诗模式中，却具有普遍意义。
魏了翁云:“谱三百五篇《诗》自郑氏，不尽用郑谱

而又别为谱自国朝欧阳氏。考世次以定先后，审正

变以观治忽，谱之作不但为《诗》而已，抑亦当代之

编年也……杜少陵所为号诗史者，以其不特模写物

象，凡一代兴替之变寓焉。前之为谱者有吕氏，后

之为谱者有蔡氏，所以忠于少陵者多矣。”［3］自欧

阳氏对郑玄《诗谱》行承变破立之后，吕大防、蔡兴

宗遂在对杜甫( 诗) 的编年中，实现了由《诗》及诗

的承袭实践，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明显地体现出了

宋人“识源辨流、举纲张目”的意识。
吕大防《杜子美年谱跋》云: “各为年谱，以次

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则其歌时伤

世，幽忧切叹之意，粲然可观。又得以考其辞力少

而锐，壮 而 肆，老 而 严。非 妙 于 文 章，不 足 以 至

此。”［4］吕大防对年谱价值的认识是从两个层次展

开的，即在“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

时”后，再参照文本，才可见其“切叹之意”，“考其

辞力”变化，这是一个由编排次序→时→事→义的

认识过程。在浅层次上，将作者“出处之岁月”以

历史的、时间的逻辑加以“次第”( 对于文人士大夫

而言，主要是反映其行藏出处的宦海沉浮史) ，使

其个人史的流程变得清晰。于是，作家生命不同阶

段的“为文之时”( 即创作的具体时代背景) 也变得

清晰起来，此即是纲举目张意识的体现。在深层次

上，把作品与业已清晰的“为文之时”结合起来进

行深层次考察，蕴含在作品中的“歌时伤世，幽忧

切叹之意”，即作者感时伤世的原因及论世寄意的

具体情况也由此显露出来。当这一步也告终的时

候，作者行年与作品的对应关系也便确立起来，随

之作者不同创作时期的文风变化也就跃然于目，此

即识源辨流意识的体现。
吕大防的主张具有代表性，宋人在年谱及编年

诗的编撰中多体现出识源辨流的意识。文安礼

《柳文年谱后序》云: “予以先生文集与唐史参考，

为时年谱，庶可知其出处，与夫作文之岁月，得以究

其辞力之如何也。”［5］( P． 553) 陈晔《古灵先生年谱跋》
云:“家君重刊先正密学遗文于赣之郡斋，俾晔次

第年谱以冠之，庶几生平游宦岁月之先后，与夫壮

志晚节，诗文之辞力，晓然可见。”［6］( P． 94) 何抡《眉

阳三苏先生年谱跋》云: “文有年谱，犹史之有年

表，盖不可以阔……凡所记事，必广援引以为之证，

非惟有益于其文，至于忠义慷慨之节，终始出处之

致，历历可见，如以灯取影，以镜求形，有不容遁匿

者。”［7］( P． 21) 以上诸人皆出于知人论世的目的，主张

将作品植入个人史中，使个人史与“为文之时”相

照应，从而考察其作品风格因生命阶段的不同经历

而呈现出的变化，凸显出强烈的“识源辨流、举纲

张目”意识，以此为手段，便可以达到“以灯取影，

以镜求形”的效果，其诗风的正与变、世风的清与

浊“不容遁匿”。李伯记《杜工部集序》云:“杜子美

诗，古今绝唱也。旧集古律异卷、编次失序，不足以

考公出处及少壮老成之作。”［8］( P． 56) 由此可见，宋人

的诗文接受意识是尚编次、注重作品本身的历史性

的，体现的正是一种明源流、识正变的意识。如果

作品没有编次或失序，便不能达到上述效果。

二、由诗意直观向诗人之意回归

诗意直观指读者不借助任何注释性材料，从文

字中读出的直接意义。诗人之意，即诗人由于外物

所感而情动于中所要表达的原意。一方面，由于语

言表达的局限性，使读者与作者之间存在差距，正

如刘勰所云，“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

折心始”［9］( P． 494) ; 另一方面，由于不明诗人作诗时

的本事，再加上读者“郢书燕说”、“郑璞周鼠”式的

误读，使读者与作者之间存在差距。而宋人对诗的

接受正凸显了由诗意直观向诗人之意回归的意识，

这主要受当时经学领域疑古思潮的影响，自欧阳修

《诗本义》、《诗解统序》等著作问世，疑古逐渐成了

一种思想潮流，宋人质疑汉儒经解，试图越过汉儒

直接与经典对话，以寻其本义。以《诗》及诗的传

统对宋人接受前代作家及本朝前辈作品的意识产

生了重要影响。在本事类著作的编纂及语典出处

的注释中，颇能体现宋人寻求本义———由诗意直观

向诗人之意回归的意识。
本事类著作的编纂始于唐代孟棨《本事诗》。

孟棨以 后，五 代 中 就 有 续 书，至 宋 代 则 有《本 事

集》、《本事曲》、《唐诗纪事》，等等，而诗话、笔记记

载作品本事的情况就更加常见了。孟棨自述其编

撰《本事诗》的目的云:“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虽著

于群书，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

发挥，孰明厥义?”［10］( P． 2) 诗人因事感发咏歌，并于

咏歌中寄托自己的情思( 即作者本意) ，而这种情

思只有作者自己才清楚，如果不用引发作者咏歌行

为的本事加以阐发说明，读者便不能得作者本意。
也就是说，本事提供了与作者当初写作紧密相关的

材料，有了这些材料，庶几可得作者之意，读者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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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而明白诗人产生“怨思悲愁”之情的诱因，进而

才能理解诗人寄托在文本中的隐义。
宋人对本事的关注基本上沿袭了孟棨的思路，

尤其注重对作者本意的追求，诸多诗话、随笔中有

关作品本事的编撰往往透露了诗人的创作意图，以

便后人理解作者寄托在作品中的原意，兹举几例以

明。刘攽《中山诗话》载: “赵少师初在涟水守馆，

不数年后，以学士知涟水，继来者名其堂为豹隐。
曼卿有诗曰: ‘熊非清渭逢何暮? 龙卧南阳去不

还。年少官游今郡守，蔚然疑在立谈间。’后莫偕

者。”［11］( P． 295) 非刘攽明曼卿作诗的本事，几欲使人

误以为此诗是曼卿自况。洪迈《容斋随笔》载:“张

籍在他镇幕府，郓帅李师古又以书币辟之，籍却而

不纳，作《节妇吟》一章寄之，曰:‘君知妾有夫……
何不相逢未嫁时?’陈无己为颖州教授，东坡领郡，

而陈赋《妾薄命》篇……全用籍意。或谓无己轻坡

公，是不然。前此无己官于彭城，坡公由翰林出守

杭，无己越境见之于宋都，坐是免归，故其诗云:

‘一代不数人，百年能几见? 昔为马首衔，今为禁

门键。一雨五月凉，中宵大江满。风帆目力短，江

空岁年晚。’其尊敬之尽矣。薄命拟况，盖不忍师

死而遂倍之，忠厚之至也!”［12］( P． 492) 洪迈先是以张

籍作《节妇吟》的本事明张籍作诗之本意，此诗乃

是作者取喻以却聘，为政治寄托诗。继而指出陈师

道用意出处的本事及陈师道用张籍诗的本意，又以

陈师道作《妾薄命》的本事明陈师道尊师而非轻师

的本意。在宋人诗话及笔记中，关于此种以本事解

释作者之意的例子比比皆是，兹不赘举!

此外，在诗文的注解中，“论诗及事”意识也相

当明显。任渊《后山诗注目录序》云: “读后山诗，

大似参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非冥搜旁引，

莫窥其用意深处，此诗注所以作也。”［13］许尹《黄陈

诗集注序》云: “三江任君子渊，博极群书，尚友古

人，暇日遂以二家诗为之注解，且为原本立意始末，

以晓 学 者。非 若 世 之 笺 训，但 能 标 题 出 处 而

已。”［14］《四库全书总目·后山诗注》云: “渊生南

北宋间，去元祐诸人不远，佚文遗迹，往往而存，即

同时所与周旋者，亦一一能知始末。故所注排比年

月，钩稽事实，多能得作者本意。”［15］( P． 1329) 任渊作

注本着“窥其( 诗人) 用意深处”的意识，许尹也认

为任渊持“原本立意始末”的意识，《四库全书总

目·后山诗注》也认为任渊“能得作者本意”，三者

虽用词不同，但用意却毫无二致，皆是本着探求作

者本意的意识，并不满足“标题出处”等诗意直观。

宋人看重本事的价值，以为通过本事就可以得

作者之本意，若无本事则意义不可确知。故《四库

全书总目》对任渊注明陈师道诗本事的做法加以

肯定。“然师道诗得自苦吟，运思幽僻，猝不易明

……其言外寄托，亦难以臆揣。如《送郭概四川提

刑》诗之‘功名何用多，莫为分外虑’;《送杜纯陕西

转漕》诗之‘谁能留渴须远井’……非渊一一详其

本事，今据文读之，有茫不知为何语者。”［15］( P． 1329)

此处以具体的事实肯定了任渊的努力，指出了本事

对于文本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作者苦吟、寄托而

得之诗，本事尤可以发读者于迷茫，为读者提供头

绪，进而理解作者本意，这即是本事的阐释学价值

所在，宋人寄意于诗人本意，故而特重本事。

三、“上下相维，合为具体”

宋人“上下相维，合为具体”的意识是基于年

谱、本事等文本外在背景的局限性产生的，而外在

背景的局限性主要在于其本身纪事的可靠性和对

于文本阐释的间接性。就可靠性而言，本事滥觞于

笔记小 说，具 有 诗 话、史 传 等 特 点，故 一 身 兼 多

体①，皆似之而非也。有作伪者，如《九家集注杜

诗》卷首郭知达序曰:“杜少陵诗世号诗史，自笺注

杂出，是非异同，多所牴牾。至有好事者掇其章句，

穿凿附会，设为事实，托名东坡，刊镂以行，欺世售

伪。”［16］有猎奇而荒诞不经者，如《四库总目》在

《华阳集》一条诟病《本事诗》云: “《本事诗》又载

况《红叶题诗》事，尤属不经。其所题诗亦猥鄙不

足传，皆好事者为之也。”［15］( P． 1286) 亦有考证不精

者，如厉鹗《宋诗纪事序》所举: “以为宋人考本朝

尚有未当: 如胡元任不知郑文宝仲贤为一人; 注苏

诗者不知欧阳闢非文忠之族; 方万里不知薛道祖非

昂之子。”［17］( P． 1) 因为以上诸种情况容易导致读者

对诗意的歪曲、误读，反而徒增了文本阐释的工序，

使本事对于文本阐释的可靠性打了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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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云:“《本事诗》是诗话的前身，其来

源于则与笔记小说有关。”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年出版，第

540 页。章学诚《文史通义》云: “自孟棨《本事诗》出( 亦本诗

小序) ，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

通於史部之传记矣。间或诠释名物，则诗话而通於经部之小

学矣( 《尔雅》训诂类也) 或泛述闻见，则诗话而通於子部之杂

家矣( 此二条，宋人以后较多) 虽书旨不一其端，而大略不出论

辞论事，推作者之志，期於诗教有益而已矣。”中华书局，1985
年出版，第 559 页。由以上线索可知，本事兼具诗话、笔记小

说、传记、训诂之书、杂家五种性质，故认为其一书兼多体。



年谱编纂包含了编纂者对材料的判断取舍，因

而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而编纂者的识力又有深浅之

别，故其所作年谱的可靠性就有待进一步考察。张

綖《杜工部诗通》卷一云: “然编年非公自订，不过

后人以诗意而附之耳。夫史传编年，已有失其真而

不可尽信者，又况数百年之后，徒因诗意以求合史

传之年耶?”［18］( P． 345) 此论良是。
就间接性而言，呈现于读者眼前的本事只是一

些关于事件如何发生的文字记载，无法让作者的具

体写作过程原原本本地展现出来。当读者接触到

本事时，这些文字记载才会转化成一个故事。至于

这个作为背景的故事如何刺激作者，使其心灵感

荡，又如何使其选择恰当的词表达内心的感荡之

意，则需要读者自己去思索判定。年谱年月次序式

的编排并不能使读者直接理解文本的意义，“因为

即使知道诗人在某年某月写了哪些诗，也并不意味

着晓得诗人为什么而写那些诗”［1］( P． 236)。也就是

说，年谱对于文本阐释的意义是间接的，它更多地

提供了阐释的眼光及文本阐释的方法。
对于怎样消解基于外背景在阐释过程中表现

出来的局限性，宋人作了比较有益的尝试，即把年

谱、本事与诗的编纂结合起来，将诗人作诗的年月

与年谱的行年一一对应，于年谱主人生涯记录的某

年中编入该年所作之诗，再将本事等作诗的背景资

料编入具体的诗文，这种三而为一的编纂在宋人对

作品的编纂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体现了“上下

相维，合为具体”的诗歌接受意识，即把“文本的外

在背景”与“内在的环境”视为一个整体。如任渊

对黄庭坚诗集的编纂，先记山谷某年行藏出处，再

列该年所作诗之题名于下，若有本事者，则并录其

事于题名下，兹略举一例以明之。
元符三年庚辰。是岁山谷在戎州，正月徽

考即位。五月复宣德郎，监鄂州在城盐税。山

谷既得放还，以江涨未能下峡。七月自戎舟

行，省其姑于青神。十月改奉议郎，签书宁国

军节度判官。十一月自青神复还戎，十二月发

戎州，过江 安，为 石 信 道 挽 留，遂 作 岁 于 此。
( 以上纪山谷某年行藏出处，是年谱的组成部

分———笔者注)

《赠知命弟离戎州》
……
《谢应之》即史应之也。应之往岁见山谷

于戎，尝有诗戏之。此篇当是应之自眉来青

神，再见山谷，叙述往事，故有“去年席上蛟龙

语，未委先生记得无”之句。山谷在青神，有

《与眉山程信孺帖》云:“应之在馆，时接从容，

宾主相乐也。是岁来自眉山可知。［14］( 书名号

内为某诗的题名; 书名号后为有关该诗本事的

记录———笔者注)

任渊将年谱、本事与诗的编纂合一，使“文本的外

在背景”与“内在环境”在形式上结成一体。故《四

库全书总目》云: “任渊、史容注《黄庭坚集》，於作

诗本事及年月俱一一详核，故为善本。”［15］( P． 1525)

“任注《内集》，史注《外集》，其大纲皆系於目录每

条之下。使读者考其岁月，知其遭际，因以推求作

诗之本旨。此断非数百年后以意编年者所能为，何

可轻也!”［15］( P． 1329)

四、接受过程的最终完成

宋人的诗文接受体现出理性思考的意识，表明

宋人并不执守于“以意逆志”式的“文本内环境”研

究，而是认识到了“文本外在背景”对于研究前人

诗文的重要性，也即意识到“知人论世”与“以意逆

志”结合的重要性。这种结合本着最大限度地理

解或者还原作者的本意，但是，这只是局限性的暂

时消解。因为“文本外在背景”与“内部环境”合一

的整体只是一堆意不自显、还需因人而彰的文字记

载。只有当读者以理性的精神去介入、把握这个整

体时，才能完成诗文阐释与接受的全过程，才能实

现局限性的最终消解。
为此，读者需要借助一些方法，才能正确把握

文本意义，最终完成阐释、接受的全过程，而“涵

咏”、“深观”①正是这样一些方法，清人或称做“沉

潜”②。“涵咏”、“深观”、“沉潜”等意在祛除先入

为主的意识，用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去想古人所

想、为古人所为。但是，这种“想”和“为”不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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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苏轼文集》( 卷二) 云: “夫诗者，不可以言语求而得，必将深

观其意焉。”中华书局，1986 年出版，第 51 页。罗大经《鹤林玉

露》云:“杜少陵绝句云……于此而涵泳之，体认之，岂不足以

感发吾心之真乐乎!”中华书局，1983 年出版，第 149 页。周裕

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云: “方岳称苏轼的读书方法是‘潜

窥沉玩，实领悬悟’，陆九渊自称读书方法是‘沉涵熟复，切己

致思’，朱熹告诫后学读书要‘虚心涵咏，切己省察’。”( 第 217
页)

仇兆鳌《杜诗详注序》( 卷首) 云: “是故注杜者，必反覆沉潜，

求其归宿所在，又从而句栉字比之，庶几得作者苦心于千百年

之上，恍然如身历其世，面接其人，而慨乎有馀悲，悄乎有馀思

也。”中华书局，1999 年出版。



读者为理解文本之意而刻意模仿诗人写作时所处

的场景和心境，而是在不自觉地进行某种行为时所

处的场景、情势使读者突然联想到诗人的作品，然

后恍然悟得诗人写诗的情景，进而明白其义。魏泰

《临汉隐居诗话》载: “煕宁庚戌冬，王荆公安石自

参知政事拜相……独与余坐于西庑之小閤，荆公语

次，忽颦蹙久之，取笔书窗曰:‘霜筠( 一作松) 雪竹

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放笔揖余而入。元丰

己未，公已谢事，为会灵观使，居金陵白下门外。余

谒公，公欣然邀余同游钟山，憩法云寺，偶坐于僧

房。是时，虽 无 霜 雪，而 虚 窗 松 竹 皆 如 诗 中 之

景。”［19］( P． 323) 此处，王安石作诗自有其心中、眼中

的情景，而观者当时疑惑不解，直至身临钟山寺，不

经意间眼触其景，涵之于心的疑惑得以重起，并因

此情景而顿时消解，熙宁庚戌之惑到元丰己未乃

解，其间或有时隐时现、反复沉潜者，却在不自觉间

以“心解”的方式达到了还原作者本意及文本原义

的目的。
当年谱、本事与文本合而为一，“文本的外在

背景”与“文本的内环境”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呈现

于读者眼前，读者以“涵咏”、“深观”的理性思考方

式介入，文本的意义也因此而变得清晰，作者的本

意最终得以显现。故而，宋人的诗文接受意识可以

表示为下图。

五、结语

综上所述，对年谱、本事类作品的编纂体现了

宋人从识源辨流向诗人之意回归，最终走向合为具

体的诗歌接受意识，标志着宋人诗歌接受观念的成

熟。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凡例》
云:“诗既定编，注亦尽善，本诗本事，血脉贯通，上

下相维，合为具体，有咸臻治安之思，相与乐成之

意。”［20］( P． 1) 当“文本的内环境”与“外在背景”结成

一体，读者“心解”、“心注”的过程宣告完成的时

候，文本之义、作者之意、读者之意达到了理想的统

一状态，三者“相与乐成”，外在背景的局限性得以

最终消解，阐释过程宣告结束，接受的过程也最终

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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